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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朝西湖行宫改置圣因寺园林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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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雍正五年，清帝同意浙江总督李卫所请，将康熙帝的西湖行宫改造成圣因寺园林。自此，圣因
寺园林开始呈现“景观化”和“宗教化”的双重特性。此举洵非“体圣心而惜物力”之类表面说辞所能解释，

实则背后有强烈的政治意图，具体表现在：以“俯顺浙民慕思无已之诚”为由，缓和雍正帝先前与浙江士民

剑拔弩张的关系；通过士民御容瞻仰、御碑观摩等活动，完成天命、亲民、仁泽等诸多意识形态的教化和渗

透，成为“恩威并施”统治策略的具体展示；利用改造后的圣因寺，对以杭州为中心的浙江佛教秩序重加整

顿，并适时获取地方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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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西湖历唐宋两代，几经浚治，风光秀丽，屋宇环立，四民往来其间，共同构成了自然风貌和人
文景观完美结合的一方胜地。元明两代，惩南宋之覆辙，时人“以西湖为尤物破国”，是故对西湖长期

“废而不治”。① 及至清代，因康、乾二帝的多次南巡及雍正一朝的大力治理，西湖在经历元明两代的

低谷之后，再度“大著于天壤之间”。② 康熙帝数次南巡，在杭州孤山建设西湖行宫，属皇家禁苑，而雍

正五年，清帝同意李卫所请，将此皇家禁苑改造成士民皆可踏足的圣因寺园林，此后该园林呈现出

“景观化”和“宗教化”的双重特征。对此，汪利平曾将西湖风景之恢复置于清初政治的具体情景中加

以审视，侧重于政治力量对西湖景观的再生和重塑。③ 不过，西湖景观又是如何成为帝王调动的文化

资源以达成政治目的，则缺少更进一步的个案探究。此外，学界对清代圣因寺已有一些零星研究，但

对其沿革变化的梳理既失之于简，亦未对上述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④ 本文尝试通过爬梳和利

用宫中档案、方志、文集等多元史料，全面呈现雍正朝西湖行宫改置圣因寺园林的详细过程，并重点探

讨圣因寺园林设计背后的政治教化用意。

一、从“皇家禁苑”到“士民观瞻”：西湖行宫改置圣因寺园林考

揆诸史料，西湖行宫自康熙四十四年初建至雍正五年之间，一直保持着皇家禁苑的管理模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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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明正德年间，因杭州知府杨孟瑛的努力，西湖“久废而不治”的荒芜景象有所改变，但杨孟瑛后为“豪右所

忌”，被御史纠劾而去官，治湖成果未能得到很好保存；此外，杨孟瑛的治理仅使西湖基本恢复了唐宋时期的面积，而

相关景观尚未恢复。参见田汝成著、陈志明编校：《西湖游览志》，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５页。
乾隆《西湖志纂》卷首《名胜图》，清乾隆二十年赐经堂刻本，第５页。
汪利平：《杭州景观建设与清代政治文化》，夏明方主编：《历史的生态学解释：世界与中国》（《新史学》第６

卷），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６１—１８２页。
叶盛：《杭州孤山康熙行宫与乾隆行宫之比较分析》，《文博》２０１７年第３期；徐瑾：《清代皇帝御容安奉制度探

析》，《故宫学刊》２０１５第２期；范丽娜、许敬婷：《乾隆皇帝与圣因寺本〈十六罗汉图〉》，《艺术探索》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众不得接近和进入。至雍正五年，经李卫奏请、雍正帝谕准，西湖行宫改建为圣因寺园林，并且允许士

民入内祭拜、游观，从而一改禁苑之本色。

康熙帝曾六次南巡，五次到达杭州，分别为康熙二十八年二月、三十八年三月、四十二年二月、四

十四年四月及四十六四月。南巡初期，康熙帝厉行节用爱民、勿扰民生的政令，往往驻跸于尖营、御舟

或名胜、官衙之内①，抑或简要改造故宫、寺庙、名人祠堂而为临时起居之所。② 这些建筑规模不大，

亦未专作行宫之用。如康熙二十八年首度南巡至杭，选择杭州织造署为驻跸之地。③ 史景迁等认为，

康熙帝南巡驻跸，弃督抚衙署而就织造官署，实因“织造官”系皇家心腹，而江浙等地仍时有风波。④

此后，由于康熙帝屡次驻跸该地，织造府便将部分衙署功能移出另置，而设为皇帝巡幸专用，后又扩充

规模。久之，织造署全境悉皆驻跸之用，“即奉为行宫”。⑤因其位于杭州府城之内，故被称为“内行

宫”。康熙帝南巡后期，出于游玩之便利及内行宫地理之局限，着手在孤山南侧另造一座专用行

宫———西湖行宫，因其建于杭州府城之外，故被称为“外行宫”。西湖行宫于康熙三十八年左右建成，

而于四十四年四月首度正式使用。⑥ 此外，康熙四十五年，杭州织造孙文成于“内行宫”大门外购买民

地，开浚城河，以联通涌金水门。⑦ 自是，皇帝御舟可经水道，过涌金水门，达西湖，至孤山，从而沟通

了城内城外两座行宫。⑧ 因此，时人称西湖行宫：“辟孤山以建行宫，并疏涌金门城河以达……盖自有

西湖以来未有若斯之盛者也。”⑨

据雍正《西湖志》记载，康熙朝西湖行宫分为东路、中路和西路三个区域。中路正殿为“澄观斋”，

第二进为“涵清居”；东路第一进为“西湖山房”，第二进为“揽胜斋”，正对西湖南岸之吴山；西路为御

花园，园中有一亭，名为“光碧亭”，又有一楼名为“万岁楼”；行宫后部山中有一泉，名为“渟泉 ”。另

外，结合今辽宁省博物馆藏王原祁《西湖十景图》可知，此时孤山顶上还有一座“六角亭”。总体而言，

这一时期西湖行宫整体面积较小，布局也较为简单。�10

不过，既为行宫，则视同皇家禁苑，有严格的管理规定，无关人员不得靠近。皇帝驻跸时，銮仪卫

的銮仪使负责行宫防卫事宜，包括随扈保驾，行宫守卫、戒备等等。�11 参加防卫工作者尚有前锋营、护

军营、侍卫处、步军营、骁骑营等机构的官兵。杭州驻防八旗官兵“分班以卫行园”，杭州府则派遣绿

营官兵１６人参与守卫、戒备工作。�12 行宫戒备森严，“各门皆挡门栅，游人不敢入”。�13 皇帝返京后，
西湖行宫则委托两浙盐业机构———宁绍分司统筹管理，其日常事务例由所设总管各官专司。�14 总体

而言，西湖行宫看守严密，戒备森严，一般民众难能靠近，更勿论进入。

康熙四十六年以后及雍正一朝，未再举行任何南巡活动，故原来之“内行宫”重新恢复为杭州织

５２１

·清雍正朝西湖行宫改置圣因寺园林考论·　

①
②
③
④

⑥
⑦
⑧
⑨
�10
�11
�12
�13
�14

参见何峰：《康乾南巡与江浙地区行宫研究》，《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参见孔俊婷、王其亨：《法天则地揭意象———清代行宫园林选址考析》，《清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⑤乾隆《西湖志纂》卷４《南山胜迹上》，第１页。
参见何峰：《康乾南巡与江浙地区行宫研究》，《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美］史景迁著、陈引驰等译：《曹寅与

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上海远东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９８页。
《清圣祖实录》卷２２０，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庚午，《清实录》第６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２页。
乾隆《杭州府志》卷１２《公署》，清乾隆四十九年刻本，第７页；乾隆《西湖志纂》卷４《南山胜迹上》，第１页。
朱琨：《西湖行宫研究》，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８年。
雍正《西湖志》卷２《水利二》，清雍正十三年刻本，第３页。
参见雍正《西湖志》卷１０《寺观一》，第１—３页。
赵云田：《清代的行宫》，《清史参考》２０１６年第２９期。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卷８６《八旗都统》，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第１—２页。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４《新城北录中》，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版，第２２页。
按，宁绍分司是隶属于内务府的两浙盐业管理机构之一。之所以委托其管理西湖行宫，一方面是因为其内务

府的下属身份，皇家信任；另一方面，行宫修建维护等费不由国家正帑支付，例由这些盐业管理机构支付。参见金磊：

《中国建筑文化遗产》，天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８５页；《奏报拿获盗窃杭州行宫器物之贼犯徐大、方大来二人》，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８辑，台北故宫博物院，１９７６年，第１９６页。



造府署，而作为“外行宫”的西湖行宫也被闲置。即便如此，此时西湖行宫仍以禁苑对待，具体表现

在：首先，时时修缮，保持坚固完好。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初五日，康熙帝令浙江巡抚王度昭查看西湖行

宫有无修理之事。次年正月，王度昭在经过一番调查后回奏道：“至西湖行宫细细查看，由大门以至

寝宫书房园亭，各坚固完好，间有瓦片渗漏处，藩司捐银修整，所费无多，并未累民。”①“捐银修整，所

费无多”这样的结果，当令康熙帝满意：若无一丝修葺，则有不尊圣上之嫌；若动用公帑大肆修缮，则

有损圣名。由此可见，康熙四十六年后西湖行宫虽不再使用，但依然有官员定期查看、修葺，这也为西

湖行宫后来的改置奠定基础。

其次，在法律地位上，西湖行宫与京城皇宫无异。雍正初年，西湖行宫虽平日设有兵役守护，但管

理仍有所怠忽。如雍正三、四年间，行宫中御用器具屡遭盗窃，令时任浙江巡抚的李卫“不胜骇忿”，

遂严令地方文武官员迅速破案。后来缉获贼犯，查系行宫工人，熟识路径，乘便行窃。浙江臬司拟照

“盗官物律”定罪，但被李卫以“事关圣祖行宫重器”而断然否决，并要求从严惩处。在李卫看来，先朝

行宫岂能等同普通官所，先帝所用器具又岂能等同一般官物，故最终作出严处：“将首犯即行正法，从

犯割断两旁懒筋，借此一二人使匪类知所敬戒，抑或俱行尽法，痛处后一并割筋，使其终身不能再为盗

贼之处。”②此处相关首犯未适用一般死刑案件的秋审制而即行正法，其从犯亦处以“割断两旁懒

筋”，正是依照“行宫行窃”之例而作处理。③

雍正五年五月，浙江总督李卫将行宫被窃及贼犯惩罚情形向朝廷奏报，后雍正帝在朱批中表示对

西湖行宫善后之事，“曾再四筹度，尚未宣发谕旨”。④ 雍正帝此时似心中早有主张，唯觉宣布时机尚

未成熟，或是自己不便宣布，而要借宠臣李卫之口道出。该年八月，李卫便奏请将西湖行宫正式改建

为佛寺，雍正帝很快允准，并钦定寺名为“圣因寺”，御书匾额。⑤ 之所以定名为“圣因寺”，有多元之

用意：一在宗教层面上，唐宋之际，杭州即有圣果寺，此“圣因寺”与之对应，以合佛教“因果”之律意。

此种解释将“圣”理解成佛教“西方三圣”，而将“因”理解成佛教意义上之“前因”。二在家庭伦理层

面上，取“无改父之道，真堪以孝称”之意。此“圣”系指“圣王”或“圣祖”，此“因”系指“因沿”。三在

政治伦理层面上，乾隆帝曾以诗的形式对“圣因”二字作出别具新意的诂解，其谓“圣尧游豫总因

民”。⑥ 显然，乾隆帝将祖父康熙及自己南巡之事，视作效仿“圣尧”“因应”民意之举，这也是乾隆帝

在论证南巡合法性时屡屡诉诸的说辞。此“圣”亦即“圣王”之意，而“因”则释为“起因”“因应”。

雍正五年后，圣因寺园林基于西湖行宫而踵事增华，尤其是在西北部不断拓展空间，增加园林景

观，最终将其塑造成士民可入内礼佛和游观的宗教性园林。⑦ 这一时期寺内的整体布局，在雍正《西

湖志》、乾隆《西湖志纂》及雍正《浙江通志》等文献中皆有图文反映。值得一提的是，广义上的圣因寺

园林，虽以佛教寺庙———圣因寺为名，但涵盖了周围孤山上的大部分景点，既包括雍正《西湖志》卷３
《名胜一》所载以万岁楼为中心、先东而后西的各景点，同时又包括卷１０《寺观一》所载以“圣因寺”大
门为起点的“寺区”。由雍正《浙江通志·圣因寺图说》可知，圣因寺景观的左边是以“万岁楼”为中

心的世俗权力世界，而右边则是以“圣因寺”为中心的宗教权力世界，个中隐约反映出世俗权力空间

和宗教权力空间两分，但二者又合为广义上完整的圣因胜迹。

在世俗权力空间，万岁楼居中而建，南邻西湖，群峰环绕，楼中奉设康熙帝牌位和御容，“万姓衣

冠瞻仰楼下，凛然有‘天威咫尺’之义”。自楼而西为步廊，自步廊而南为云岫阁，前眺秦望诸山。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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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报西湖行宫修理情况》，《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２辑，台北故宫博物院，１９７６年，第８６５页。
《奏报拿获盗窃杭州行宫器物之贼犯徐大、方大来二人》，《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８辑，第１９６页。
陈兆肆：《清代“断脚筋刑”考论———兼论清代满汉法律“一体化”的另一途径》，《安徽史学》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１７４，雍正五年五月十一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４２３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０５页。
雍正《西湖志》卷１０《寺观一》，第４页。
乾隆《杭州府志》卷首《宸章》，第３３页。
按，此以雍正《浙江通志》中《圣因寺图》为底图，复对照雍正《西湖志》中所记载康熙年间西湖行宫文字，进而

分辨出康雍两朝不同时间的空间范围。



下为望月台，台下为垂钓矶，矶旁为水亭。自亭而西为双桂轩，内树穹碑，刻有雍正帝御书“泽永湖

山”四字。由轩而东为光碧亭，亭后因山累石，石上有御题“渟泉”二字，石壁摩崖刻有御制诗一首：

“临池怀雅则，采秀在山青。每念风波息，心宽与水平。”此处“风波”之息，不独是指自然之风波，亦隐

指政海之风波。万岁楼东为西湖山房石壁，东有小龙泓。又北为揽胜斋。自此而东为涵清居，后有修

竹万竿，中建六角亭。时人谓：“全湖之胜悉揽于圣因寺，而寺中之胜咸萃于万岁楼，洵明圣之福地

也。”①“明圣”二字，一则指“明圣湖”———西湖，一则称颂天子之圣明。由此可见，供奉圣祖御容、牌

位以供万民瞻仰之“万岁楼”，无论是从高度还是中轴位置来看，均是圣因寺园林中至为突出、最为中

心的建筑。

在宗教权力空间，第一进为弥勒殿，内有李卫题联：“山外皆山，峦岫绕成清净界；画中有画，笙歌

谱就太平图。”进内为韦陀殿，藏有康熙帝南巡舟中所临米芾书法一帧。第二进为大雄宝殿，上悬御

书“泽永湖山”匾额，内供万寿宝藏，并世尊旃檀像。第三进为法堂，内供钦颁道藏。第四进为观音

殿，供大士铜像。第五进为禅堂，由东为关帝殿，为大悲阁，西进为方丈，再进为内方丈，有李卫题联：

“圣德遐昌，北极恩光昭北阙；皇仁远被，西湖瑞霭接西天。”②此中布局有几点可堪深解：首先，李卫作

为地方官，在此皇家寺院中两度题联，触犯大忌。显然，以李卫“不甚识字”（袁枚语）的水平视之，此

联乃为别人捉刀之作。李卫此举，在其自己，不无附庸风雅、沽名钓誉之想。但在他人看来，实为“恃

宠骄纵”之行。有人向雍正帝密告李卫有骄纵甚至僭越之举③，后来乾隆帝清算李卫时也曾指斥其

“仰借皇考恩眷，颇多任性骄纵之处”④，此点即为重要罪证之一。其次，韦陀殿内藏有康熙帝南巡舟

中临米芾的一幅书法，意在彰显康熙帝的书法功底及其倾慕汉家文化之意，正如常建华所言：康熙在

南巡过程中的系列书法活动，“向世人展示了满族皇帝深厚的儒学修养与文人形象，表现了对中国传

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认同，表达了对于明朝治统的接续……康熙帝的南巡，尤其是南巡中进行的

书法活动，不仅是文化行为，也具有政治意义。”⑤此亦可视作世俗权力符号嵌入宗教空间之一表征。

最后，圣因寺内还供奉着北宋时期所刊布的万寿道藏以及康熙帝的钦颁道藏，彰显出彼时“释道并

尊”的理念。

总之，雍正时期置建的圣因寺园林，在维持康熙年间西湖行宫格局基础上，不断拓展西北部空间，

接续造景，并向士民开放，最终形成三重空间：中路为佛殿，供游人们参禅拜佛；东路与西路为景观区，

供游人们参观流连，时人赞曰：“山环水复水环山，月地云居山水间”；⑥后部则是“万岁楼”，供奉着圣

祖御容和牌位，供士民瞻仰。在此，自然风光、世俗帝王文化、佛道宗教文化并融一体，吸引着观光者

与朝圣者在“游目骋怀”之余，既感受到昔日皇家禁苑的威严，又体会到佛教寺庙的神圣。雍正《浙江

通志》中称圣因寺园林为“天上之琳宫，人寰之福地”，此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表达有异曲同工

之处，正可见其风景之不俗和地位之神圣。

二、从“天威咫尺”到“泽永湖山”：园林观瞻背后的政治教化

雍正帝继位后，虑及朝政局势、财政压力以及万端待理等各种因素，并无南巡计划，西湖行宫自然

被搁置。遗憾的是，对待先父西湖行宫之善后事宜，雍正帝虽曾内心“再四筹度”，但始终三缄其口。

不过，我们仍可透过相关奏牍及此后的园林设计，合理分析其内在的意图，尤其是政治性用意。

西湖行宫之所以改置为圣因寺园林，似出于撙节成本的考量，即所谓的“体圣心而惜物力”。如

前所述，康熙晚年至雍正朝初期，行宫虽闲搁已久，但作为天子居所，仍需力加维护，时作修缮。时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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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阴县知县张我观在《覆瓮集》“提解耗羡事”中记载，“修理西湖行宫”乃“目下最紧要者”之一。① 由

此可见，对西湖行宫的维护之费确属当年一笔重要的地方财政支出。行宫之维护，动用公帑，实则与

康熙帝当年依靠捐资修葺而禁用钱粮正项的初衷有违。可是不动用公帑，则又面临着修缮经费无着、

管理人手缺乏等现实困境。在此背景下，功利精神深入骨髓的雍正帝和李卫君臣二人首先算了一笔

经济账。雍正五年，李卫上书雍正帝，请求将西湖行宫改建为佛寺，以便后续管理，其言：“西湖行宫

曾经圣祖临幸，今则闲设湖滨，无以展诚敬之思；而修理需费，防护需人，一有疏虞，臣子私衷何以得

安？伏思行宫为殿廷宫室，非敢作地方别项公所，仰惟皇上广孝之心，俯就臣民报恩之念，恳请钦定嘉

名，御书匾额，延请高僧焚修颂祝，量拨‘西湖岁修公田’以资养膳，其中所贮物件，择民间不敢用者解

送内库，其余留为供佛之需。”②李卫确知雍正帝不会南巡至杭，无需用此行宫，故其提出如下改置理

由：首先，先帝行宫闲置，有所浪费，欲有所用，最好能借此展示对先帝的“诚敬之思”。这一设想为后

来在万岁楼上安奉御容埋下伏笔。其次，目前该地为行宫，规格高，所以防护、修缮成本不菲，尤其是

政治和法律风险太高。上述“一有疏虞”“择民间不敢用者解送内库”云云，显然是有鉴于先前盗贼肆

窃行宫而带来的沉重压力。最后，行宫原系帝王居所，自不便改成一般官所，易为另一重神圣空

间———佛寺，似最为妥当。改成佛寺，除了营造神圣庄严的氛围外，还可延请高僧“焚修颂祝”，以为

帝王和王朝累积善业，可谓一举两得。

同年，雍正帝针对李卫奏请作出以下批复：“圣祖皇帝念切民生，省方问俗，不费地方一丝一粟。

每次颁发谕旨甚明，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至于驻跸之所，地方预备行宫，乃出于臣民爱戴之心，不能

禁止，亦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今行宫既属闲设，每年修葺需费，防护需人，在本地有司未免又多一番经

理，非所以体圣心而惜物力也。李卫所奏甚是，即照所请行。”③从上述批复来看，李卫抱怨行宫防护、

修缮成本高昂，令雍正帝略感不快，故其郑重指出：其父亲之本心（所谓的“圣心”）并不想在南巡中兴

作行宫，驻跸于既有公所即可，实无需花费地方“一丝一粟”，无如地方出于爱戴之心，非得另造行宫，

那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在雍正帝看来，出于节用爱民而准李卫所奏，实际是回归到康熙先帝及自己的

本意，即所谓“体圣心而惜物力”，洵非李卫之创意。

李卫的奏请突出“修缮、管理成本”，而雍正帝的朱批亦有“体圣心而惜物力”等说辞，凡此似表明

“撙节成本”乃系“宫改寺”的根本缘由。不过，此间有不能自洽者。首先，雍正五年将行宫改造成圣

因寺后，并未表现出“爱惜物力”的一面，相反在原行宫西北部大肆增建景点，耗资甚巨。其次，圣因

寺保有庞大的僧侣队伍，常年维持之费远超此前闲置行宫的开销。李卫最终决定动用“西湖岁修公

田”，以解僧侣斋米之急。先前，李卫曾利用疏浚西湖时所剩捐银，买入一千一百亩海宁县田地，以每

年所收花息作为疏浚西湖之资，此“西湖岁修公田”之由来。李卫将其中一百亩拨与圣因寺，以田地

收益维系寺内斋米支出。④ 此外，还令僧侣们在“六桥堤上俾艺果蔬以充食用”。雍正十一年后，雍正

帝“钦命悟修禅师明慧来主方丈”，寺内“焚修徒侣、云水高僧至者日众”。⑤面对僧侣日众，既定经费

捉襟见肘。雍正十一年，浙江总督程元章曾奏请朝廷准许司库拨款，以供圣因寺香灯养赡之资。雍正

帝断然拒绝，其理由是：“司库钱粮，均关正帑，拨为寺僧养赡，办理未协。”后副都统隆昇利用此前经

管北新关时所收存的盈余税银，置买官田数百亩，拨入寺中，方才弥补了此项费用短缺。⑥ 以上可见，

自圣因寺成立后，如何解决与日增多的僧侣养赡之资，一直是棘手之事。总之，君臣大费周章，易宫为

寺，扩建园林，所费不赀；加上僧侣日众，米食一项亦耗资颇巨。这些足以说明雍正帝“体圣心而惜物

力”之言仅为表面说辞，实则背后藏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考量。

康熙一朝，随着全国形势底定以及清廷对士人的笼络，江浙地区与清廷之间的矛盾渐趋缓和。然

而，雍正三年、四年，接续发生了几起“忤逆”大案，因大多涉及浙籍士宦，故雍正帝对浙江士子的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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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增。① 其结果是，清廷于雍正四年停罢浙江士子的科举考试②，足见两者关系已至剑拔弩张之境

地。当此之时，作为忠于雍正帝的心腹臣子———李卫，欲对相关涉事者严加惩处，以与皇帝保持同步。

但李卫作为浙江大员，与浙江士子亦有“休戚与共”之连带关系，故又须设法缓和雍正帝对浙江的敌

视和打压，借以在当地建立威望，尤其是获得广大士子的拥戴和支持。当此困局和危机之下，他“一

方面上书朝廷‘将逆恶查嗣庭早置重典，明正国法’，以安定浙江人心；另一方面，向雍正汇报各种所

谓的‘瑞兆’，以此来说明浙江士习日渐端正，希望雍正能准浙江士人应考”。③ 李卫此时奏请将西湖

行宫改为佛寺，以此来“俯顺浙民慕思无已之诚”，并于“其地虔供法王，朝夕焚香祝颂，书‘圣因寺’额

于寺中，建万岁楼崇奉圣祖神御龙牌，俾万世臣民恭敬瞻仰”④，也是乘机取悦帝王，期望雍正帝与浙

江士子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并重新建立对浙地的信任和好感。⑤ 雍正帝也意识到长久敌视浙省

文化精英不明智也不现实，故循梯而下，即允所请。雍正六年谕令：“明年即一届乡试之期，浙省士子

准其照旧乡、会试。”⑥由此，浙江为期三年的科举禁令终被解除。雍正帝对浙江士子从愤恨、打压到

宽恕以待的转变，其中李卫借改置行宫之机力作调和，可谓功莫大焉，诚如汪利平所言：“利用康熙的

遗迹和雍正的影响，将其建成浙江与清代君主之间一个实实在在的联系。”⑦

对于并不卑服的浙江士子，雍正四年先以停罢其科考而示之以“威”；三年过后，又以恢复其科考

而怀之以“德”。雍正继位以后，未再举行南巡，如何在自己“缺席现场”的情势下，继续对浙江士民实

施“恩威并施”的教化，是一直萦绕于怀的问题。而圣因寺园林这一“揽西湖全胜”的重要空间，无疑

为其推展政治教化提供了一方平台。

改建后的圣因寺，实际上成为御容瞻仰和参禅礼佛合二为一的场域，尤其是万岁楼上安奉圣祖御

容像，为臣民瞻仰。御容安奉是当朝对先朝帝后画像予以供奉、祭祀或瞻仰的一项礼制。这一制度滥

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初安奉神御，或于宫中别殿，或于寺坛庙观，并无定所。降至清代，相关制度

逐渐完备，所谓“国家缘情立制，宜极明备周详，敬念列祖创垂，显承斯在，永怀先泽，瞻仰长新，式衷

庙袷之仪，期协家庭之制”。⑧ 清代规定寿皇殿是供奉御容之专所，而恩佑寺、永佑寺、安佑宫、凤凰楼

等，亦以安奉御容为其主体功能。不过，与上述供奉御容的空间相比，杭州圣因寺的特点至为鲜明。

首先，自雍正朝以迄清末，圣因寺作为供奉清代帝王御容的重要场所，相沿不替，几未中断，非其他御

容供奉之地可比。其次，圣因寺万岁楼的御容瞻仰随时开放，“俾万世臣民敬谨瞻礼”⑨，凸显出来的

是一种“开放的纪念性”。�10 而其他皇家御容供奉地，则是择时供皇室或有相当地位的官员瞻仰。�11

《西湖志》中有一段明确记载：“会城文武僚属遇岁朝、长至或初履任，及他省仕宦道经武林，必相率诣

圣因寺，瞻仰圣祖神御、龙牌；通省士民熟闻习见，于以发其尊君亲上之心。”�12由此可见，御容瞻仰的

群体较为广泛，除了后来南巡帝王及其随侍人员外，既包括该省文武僚属以及途经杭州的他省官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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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起居注册》，雍正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丁未，第２２２６页。
汪利平：《杭州景观建设与清代政治文化》，夏明方主编：《历史的生态学解释：世界与中国》（《新史学》第六

卷），第１７９页。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８９１《内务府》，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１页。
乾隆《西湖志纂》卷３《孤山胜迹》，第４页。
“开放的纪念性”一词借用于李恭忠的相关研究，参见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６５—２０６页。
雍正《西湖志·李序》，第３页。



更包括浙江全省士民。在瞻仰时间规定上，省城文武僚属一般固定在新年之始和夏至两个节点，而省

城初履任官员、别省途经杭州官员及全省士民，则未限定具体时间，原则上随时皆可。雍正七年，李卫

率参佐僚史乘船至圣因寺，拜谒圣祖神御、龙牌，并一睹当年帝王南巡时的睿藻留题。① 雍正十年，因

署理总督李灿与王国栋对圣祖神御及龙牌行礼失仪，雍正帝大为不满，要求对其“严加申饬”②，可见

相关礼制森严。

关于万岁楼上的康熙帝御容像，郭嵩焘在《玉池老人自叙》中有一段非常珍贵的记述：“自是三梦

圣祖，或召对，或扈从在途，梦中惟沉吟咏叹圣量之宏。其后，入直南斋，举以语治贝勒，治贝勒因问所

梦圣祖作何形状，答言：‘西湖见圣祖御容阔大，与梦中全别：长面瘦削，白须长六七寸。’治贝勒击节

曰：‘君所见，真圣祖也。往年见圣祖御容，良如君所谓阔大者，后奉旨承修奉天太庙工程，请见圣祖

御容，瘦削多须，正如君所梦，盖晚年御容如此。’”③治贝勒，即乾隆帝第十一子成亲王爱新觉罗·永

瑆的曾孙载治。从这段史料可见，郭嵩焘曾在西湖见过康熙帝御容画像，尤觉面容特别宽大，与梦中

所见晚年面庞瘦削者有很大不同。结合前人关于康熙帝肖像画的研究④，圣因寺中所供奉者乃中年

时期的《康熙帝朝服像》。⑤ 英国图像史家彼得·伯克曾说：“写实主义的诱惑，严格地说，就是把图

像等同于事实，在照片和肖像上表现得尤为强烈。”⑥观中年时期的《康熙帝朝服像》，康熙帝正襟危

坐于宝座之上，面容威严而庄重，眼神深邃而坚定。此幅御容像高２．７７米，宽１．９５米⑦，悬挂在圣因
寺最高建筑万岁楼中，以供万民瞻仰，正如雍正朝《西湖志》中所言：“万姓衣冠瞻仰楼下，凛然有‘天

威咫尺’之义。”⑧

何为“天威咫尺”？当年周天子赏赐齐桓公小白，并念其年勋俱高而令免拜，但小白以“天威咫

尺”而“不敢不拜”。⑨ “不敢不拜”所彰显出的正是“煌煌天威”。清帝曾言：“欲王者，上奉天时，必以

得天为正。”�10世俗之王要奉天而行，王权来源于且受制于天命、天道。天，无疑关涉权力来源的合法

性、神圣性问题。从前揭圣因寺中儒、佛、道“合一并重”的布置即可看出，雍正帝调用了儒、佛、道中

相关思想资源，增加自己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威，毫无疑问是指皇权的无上权威。处于最高位置的万

岁楼，安奉着为人瞻仰的康熙帝御容，官民匍匐在下，感受皇权的至尊威严，如同齐桓公面对周天子一

样“不敢不拜”；同时面对至尊威严，浙江士民也不免唤回对此前几年浙江诸案的一丝苦涩记忆，尤其

是因“杭州举人汪景祺忤逆案”“海宁查嗣庭案”，致使雍正帝断然停罢了浙江士子的科考，其惩罚不

可谓不大。诚如有学者所言：“御容肖像在实际生活中是被‘拟人化’了的，见像如见人。”�11皇帝肉身

的物化象征———御容，悬挂在高处，以一种“君临天下”“如朕亲临”的威慑力和视觉冲击，彰显着帝王

的威仪，宣示着清王朝对当前这片区域的统治权。“天威”二字凸显君权高高在上而遥不可及，彰显

“君父”与“臣子”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但“咫尺”二字，又反映出“君父”与“臣子”在情感上的亲近

性，更强调血缘拟态上父与子的关系。上述两者共同体现出君父“威、德”的双面性。“亲民”是《大

学》等儒家经典中所宣示的重要政治伦理，强调“君父”要与“子民”拉近距离以悉民情民隐，这也正是

帝王举行南巡盛典时经常诉诸的道德性理由。“咫尺”不仅是情感上的距离，还体现在空间、时间两

重维度。尤其是，如今康熙先帝业已逝去，而当朝帝王也不再南巡，无论是在空间上的亲近，还是在时

间上的追远，皆需通过一种象征性的仪式，拉近帝王与官民的距离。在此背景下，“万岁楼上恭设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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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汪亓：《康熙皇帝肖像画及相关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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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传集解》上册，凤凰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１４１页。
刘逢禄：《四书是训》卷９《问陈》，清光绪贵池刘氏刊聚学轩丛书本，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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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仁皇帝神御”，如朕亲临，就显得更为必要。此外，这种近在“咫尺”的意义是指向君民之间的。无

论现场一睹真容，还是通过图像瞻仰御容，“得见天颜”对君主而言，固是亲民仁爱的表现；而对民众

来说，也是一种瞻云就日的无上光荣。正因如此，乾隆帝在南巡时，一再要求属下不要实行严格的清

场回避制度，“让百姓看到我，让我看到百姓”都很重要，正所谓“不得概行禁止，以阻黎庶瞻就之诚”，

“既足慰望幸之忱，而朕亦得因以见闾阎风俗之盛”。①

清朝统治者强调御容瞻仰的意义时，往往会相对淡化其思想领域的灌输渗透用意，而特别强调俯

顺民众之渴慕爱戴之诚，似乎一切从民众的利益和视角出发，如乾隆帝就曾在《诣圣因寺瞻礼》诗中

提到：“南巡昔岁驻西湖，神御爰留敬谒趋。讵是圣情在游揽，都缘民莫切吁谟。”②但无论如何，圣因

寺中御容瞻仰的根本目的，可用《西湖志》中一言以蔽之：“通省士民熟闻习见，于以发其尊君亲上之

心，是又教化之所。”③故“尊君亲上”是圣因寺御容瞻仰的最终教化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圣因寺东路大雄宝殿的匾额上有“泽永湖山”四字御书，而西路双桂轩特建御碑

亭，碑上同样摹刻有“泽永湖山”四字。对“泽永湖山”四字题刻的至再重视，无疑是提醒游观士民：正

是先帝南巡时的赞誉和恩泽，才使这片湖山从妖媚冶艳的恶名中解放出来；正是本朝的大力治理，才

使得这片西湖在历经元明低谷后重放光彩；正是本朝的皇恩浩荡，才使得浙江士子重获科考权益。这

四字彰显出政治权力对西湖这片景观的重新形塑，也凸显出朝廷对浙江地区的仁政恩泽。如果将

“湖山”再进一步解读为“江山”，那就更意蕴深长。这四字意在提醒游观士民，康熙一朝对浙江地区

所采取的田赋蠲免、刑罚恩赦以及科考恩科等种种仁政。在某种程度上，康熙帝与朝廷是二合一的存

在，康熙帝的恩泽即朝廷的恩泽。

综上，雍正五年后，圣因寺园林的建造成为雍正帝和浙江士民关系缓和的契机，雍正君臣借此将

“恩威并施”的教化意图嵌入万岁楼“天威咫尺”的御容瞻仰以及园林多处“泽永湖山”的御碑观瞻之

上。尤有进者，圣因寺园林位于观赏西湖全貌的最佳地点，“在锦带桥西，孤山之南，面明圣湖，群山

环拱，万堞东连，揽全湖之胜”④，平素游人如织，人头攒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扩大政治教化的辐射范

围，放大教化效果。

三、从“临御兴居”到“开演正觉”：“宫改寺”与整顿禅林的意图

雍正朝虽将西湖行宫改为佛寺，但圣因寺中的宗教文化元素，如上所揭，颇形复杂多元，释道两类

元素兼有，这与雍正帝“性命无二途，仙佛无二道”的认识是颇相契合的。不过，圣因寺仍以佛教元素

为主体。由行宫而改为寺庙，固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和本朝家法作依据，但清朝在京城之外将行宫改为

寺者仅圣因寺一例，这又与雍正帝对浙江地区佛教的无序发展深感不满，进而欲借圣因寺而行整顿之

政攸然相关。

在清以前的中国历史中，将先帝驻跸的行宫或曾居住过的府邸改造为佛寺的做法，偶有见及。⑤

降至清朝，似成定则，如时人自言：“我朝家法，凡先皇帝临御兴居之所，昭事清严，多尊为佛地。”⑥典

型如雍正三年胤镇将自己当年藩邸改为行宫，并赐名“雍和宫”；⑦乾隆帝即位后，着手改宫为庙，历经

四十余年，使其最终成为皇家藏传佛教寺院。⑧又据乾隆所撰《雍和宫碑文》记载：“皇祖（康熙帝）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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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二》，清雍正十三年本，第８３页；傅梅：《嵩书》卷１３《同太平公主游九龙潭》，明万历刻本，第２８页。
庆桂：《国朝宫史续编》卷６１《宫殿》，清嘉庆十一年内府抄本，第５页。
《清世宗实录》卷３３，雍正三年六月丁卯，《清实录》７册，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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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御燕处之适且久者，多尊为佛地。曰福佑寺，则冲龄育德之所也；曰恩佑寺，则鼎成陟方之次也。”①

“宫改寺”的做法，一方面避免了闲置房屋所造成的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也借以

表达崇佛敬祖的信仰和理念。不过，在京城之外“宫改寺”者，却仅有杭州圣因寺一例。揆诸史料，雍

正帝似对杭州改置圣因寺一事，给予非同寻常的重视。雍正即位后，“十年不见一僧，未尝涉及禅之

一字”②，唯恐被扣上“佞佛崇道”的帽子，招致汉人士大夫的批评。其于建寺起塔、修缮古刹名寺等，

皆待皇位既固方才进行。③ 雍正元年，浙江巡抚李馥曾上书请求修缮杭州湖山一带寺院，雍正帝十分

谨慎，谓之“不可太过，亦不可令知”。④ 雍正五年，各地“宫改寺”的奏请络绎不绝，皆被雍正帝拒绝，

唯独“特允督臣李卫之请改为佛寺”。⑤ 从结果上来看，康熙帝南巡途中有数十座行宫⑥，而在停罢南

巡的雍正一朝，最终也仅有杭州西湖行宫改置为佛寺。比如，据同时期苏州官员奏报，苏州行宫位于

苏州织造署衙内，一旦改寺，官僧杂处，闲杂人等自由出入，难成体统，故最终只能定期派衙内老成人

朔望之时焚香祭拜，平时则紧闭大门。⑦ 西湖行宫相较于苏州行宫，具备地理上的独立性，因而也便

于整体改造成佛寺。又如，迟至雍正十一年，江西巡抚谢旻奏请拨款修缮庐山瞻云寺，雍正帝竟全然

不顾其中还存有先帝行宫及圣祖龙牌，以“此举甚属多余”“岂可如此滥用”“使不得”等语立斥其非，

拒其所请。⑧ 在上述背景下来看，雍正帝鼎力支持李卫改建西湖行宫为佛寺，为非分之恩、逾格之举。

杭州圣因寺被特殊对待，绝非仅是地方官员表面所言之“其地虔供法王，朝夕焚香祝颂”⑨那般简单，

除浙江在经济、文化上占有特殊地位外，更多是与雍正帝对浙地佛教深感不满进而欲借圣因寺而行整

顿之政密切相关。

雍正《浙江通志》的编修者言及圣因寺建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其地虔供法王，朝夕焚香祝

颂。”�10言外之意，圣因寺之建，目的之一在供奉“转轮法王”，通过朝夕焚香，为之祝颂祈祷。此“法

王”即指已宾天之康熙帝。既往研究指出，清朝的帝王与佛教渊源甚深，普遍都拥有“转轮法王”与

“文殊菩萨化身”的称号。�11 学者认为，这些称呼对于清帝的核心意义在于，确认其作为中原王朝统治

者的身份，强化满洲和清帝的神圣性。易言之，佛教对于清帝来说，已不仅是受到满人传统信仰———

萨满教的影响，更是成为他们应对现实政治的必要条件，“它同儒家文化一样，成为清代中国国家政

治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12 因此，这种“以佛护国”的统治策略，使得清朝皇帝们经常利用敕建

佛寺的方式，施行他们的政治理念。这些寺庙成为一种特殊的宗教政治景观与场域，一方面实现了皇

权对于宗教领域的干涉和整顿；另一方面，则又利用宗教进一步巩固了皇权。这种利用佛教的统治策

略，自然包括将先帝临御兴居之所改建为佛教寺庙。

雍正在其藩邸时期，由于居所靠近柏林寺�13，便常与禅僧往来，共同讨论性宗之学。他喜读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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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对禅宗，不无慧解。他曾得遇独超方禅师，师从章嘉国师，并结交迦陵性音禅师，与他们相互切

磋。① 他亦曾升堂说法，开导群迷，并以帝王之尊，亲自编选《御选语录》，刊布天下。② 有研究者指

出，以往史家大多认为雍正帝只是将佛教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并非内心崇敬佛理，从而忽视了他自身

深厚的佛学造诣和内心皈依。③不过，纵观雍正朝的历史，佛教对于雍正帝来说，无疑更多的还是一种

统治策略与政治手段。④ 如其自己所言：佛教之设，“不过导人为善……其论虽无益于吏治，其理亦无

害于民生，至于勉善警恶，亦有补于世教”。⑤

雍正即位以来，便开始依照自身的佛教观，对佛教世界加以整肃和布局，尤其是针对江浙地区佛

教之无序、堕落，深感不满，并急欲对之改造。他曾严词批评江浙等地邪教流布，称其：“大抵妄立名

号，诳诱愚民，或巧作幻端，或不事耕织，夜聚晓散，党类繁多，此等之人踪迹多属诡秘，而奸回则更不

可测。苟不绝其根株，必致蔓延日甚。地方诸大僚，倘务姑息，不为访拿，是养奸也。”⑥另外，他还对

江浙僧人交接士大夫而常涉世俗的行为同样表示不满，“今其魔子魔孙，至于不坐香，不结制，甚至于

饮酒食肉，毁戒破律，唯以吟诗作文，媚悦士大夫，同于倡优伎俩，岂不污浊祖庭？”⑦他在对浙江巡抚

李馥的朱批中，直指浙江“僧海”污浊：“浙江俗称‘僧海’，乃纳子容身之要地，近十年来释子原无可取

者，闻之普概丛林，狼狈不堪，朕甚悯之。尔可仰体朕一夫不得其所、若己推而纳之沟中之念，务必暗

暗留心抚恤。此谕不可再令一人知之！”⑧实际上，“浙江古刹、丛林最多，而杭郡尤甚”⑨，雍正对浙江

尤其是杭州佛教的腐朽、堕落表示担忧，并希望有人能够护持佛教，导之于正道。然而，饶有兴味的

是，雍正并不愿自己对浙江佛教的态度为僧俗两界更多的人所知，故对浙江巡抚要求：“此谕不可再

令一人知之”。这深为契合雍正即位后十年间不言佛事的承诺。因此，雍正帝在整顿浙江禅林时，并

不愿采取公然下达谕令而大张旗鼓的方式，但立志于整顿当地禅林的态度已甚明显。

雍正十年之后开始对浙江禅林大力整顿，其中最重要的举措之一，便是钦派自己门徒去业已声望

渐隆的圣因寺担任主持。雍正十一年，宫中举行法会，雍正亲自开堂授徒，共收门徒十四人。其门徒

之一———悟修禅师明慧�10，于该年被派往杭州，“循命住持圣因寺”�11，主持浙江丛林事务。但其后因

“干预公事”�12“为人说情”�13，被召回京城，并勒令其“锢不许复出”。�14 雍正帝对明慧及时惩戒的态

度，也从侧面说明他竭力维护圣因寺在禅林中的重要地位。雍正十三年又命无阂永觉禅师超盛�15南

下，代替明慧，前往杭州圣因寺担任住持。此后，超盛对圣因寺僧众种种积弊力加整顿。�16 例如，超盛

针对寺内“是非繁杂”“无丛林气象”等风气，“逐项逐条分析利弊，大小事务悉与隆昇商酌，因革相宜，

然后举行，而地方官僚俱极护持。此番清理，仰蒙皇上万年之福，圣因常住，自获万年清净”。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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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明永“为人老诚，可充主席”，超盛遂于五月十二日将其“送方丈”，接替自己住持圣因寺，干预寺

庙的人事安排。① 与此同时，透过他们与雍正帝的往来文书以及其他地方官员的奏报可以发现，无论

是明慧还是超盛，在担任住持期间，不断地“以一名出家人的身份”②，及时向雍正帝报告江浙各寺院

情况，为帝王直接或间接干预佛教事务提供参考。

超盛等借助皇家僧侣与帝王门徒的身份，与政界之人交往密切，且颇受各方官宦之逢迎。一方

面，超盛为直隶总督李卫、苏州织造海保、管理江海关商税之年希尧等指点开示，提供法施。③ 一方

面，当地士宦向超盛提供“财施”，贡献斋衬银、器具。④ 此外，部分地方官员还会延请超盛“上堂打

斋”。⑤ 圣因寺住持甚至能越过几省督抚，与江浙各织造自行商酌相关事宜，一时权力炙手可热。从

某种意义上说，杭州圣因寺，除去其本有的宗教功能外，还发挥着与内务府所辖各织造署类似的情报

侦察功能。

雍正帝意欲凭借帝王和法王的双重身份，使其统治成为政权与神权的高度结合物，以此强化对王

朝的统治。职是之故，李卫奏请将西湖行宫改置为佛寺，正好迎合了雍正帝的心意。通过皇权干预，

能够利用佛教整顿江浙禅林，并派遣称心的寺庙管理者进行监督与教化，从而达到“以佛护国”的目

的。同时，利用寺庙这一特殊的宗教政治景观与场域，尤其是钦定住持与地方士民的交游，使雍正帝

能了解地方情事，更好笼络、监控江浙士民，以此稳固对这块区域的统治。改建之后的圣因寺，挟皇家

之威名，香火旺盛，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很快便与净慈寺、云林寺（今灵隐寺）及昭庆寺，并称为杭州

“四大丛林”⑥，一时声名大噪。

余　论

既往学者论西湖及其诸景，极言其经济、娱乐、文化功用，而于政治一端，则殊少措意。《风景与

认同》一书提及：“风景的再现并非与政治没有关联，而是深度植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之中。”⑦米切

尔认为：“风景不仅仅表示或者象征权力关系，它是文化权力的工具，也许甚至是权力的手段。”⑧李恭

忠也在其相关研究中指出：“一座建筑，往往通过有形的形态、构造和装饰，来表达建造者的主观意

念。”⑨在雍正帝与浙江总督李卫的合力下，康熙帝的西湖行宫被改建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圣因寺园林，

景观化和宗教化的双重特征十分鲜明。这一改建行为的背后，体现出极强的政治规训和教化意图，抛

开表面上的“体圣心而惜物力”和“虔供法王，朝夕焚香祝颂”等说辞不谈，具体表现在：首先，以“俯顺

浙民慕思无已之诚”为名义而建，使雍正帝龙心大悦，亦可借此缓和雍正帝与浙江士民剑拔弩张的关

系。其次，在万岁楼上恭设康熙御容以供万民瞻仰，在园林中到处嵌入御制碑题以供百姓观摩，让百

姓感受“咫尺天威”，让浙民领受“泽永湖山”，从而完成天命、亲民、仁泽等诸多意识形态的教化和渗

透，进而成为“恩威并施”统治策略的具体展示。最后，雍正帝希望借助改造后的圣因寺，整顿杭州乃

至浙江禅林，同时获取地方情报。值得注意的是，圣因寺的建置总体上是雍正帝和李卫君臣一心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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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但也隐藏着李卫一己之私意。通过将行宫改建为寺庙而降低其政治规格，一定程度上规避管理上

的政治风险；通过在圣因寺建筑内外的几度题联，打造其本人雅重文学、追慕文治的良好形象，掩饰其

内在文化资本欠缺的深层自卑；通过圣因寺的建造，部分化解雍正帝对浙江士子的心中块垒，进而增

重自己在浙江士民心中的分量。

景观政治的实践，涉及设计者和游观者等多重群体，是否能达成政治规训和教化意图，并非设计

者一厢情愿所能济事，游观者是否愿意或很好领受教化规训意图，也是重要方面。从我们所搜集并深

入解读大量雍乾两朝士民的游观诗文来看，他们往往更为重视圣因寺园林不俗的风光，徜徉其间，流

连忘返，从而形诸题咏。当然，偶尔也会有人发一声“向昔銮舆垂圣眷，于今佛子戴天恩”①，但是这些

“戴天恩”的感慨大多出诸随侍官宦之口，不无溜须拍马之嫌。观者在“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

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消解了设计者的政治初衷。关于此问题，值得后续进一步探讨。

［本文为杭州师范大学科研创新团队项目（ＴＤ２０２５０１０）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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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朝西湖行宫改置圣因寺园林考论·　

①华喦：《离垢集》卷５《游圣因寺》，清道光十五年刻本，第１—２页。


